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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民族考古学发展综述

“民族考古学”的概念源自西方，从其发展历史

来看，18世纪初期甚至是16世纪，已经有运用民族

志判断考古材料用途的先例了，这个时候虽还不是我

们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考古学”，但可视为其发展的

原始阶段。19世纪后期，在摩根、泰勒和斯宾塞等人

“古典进化论”即“单线进化论”—“人类历史的

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的理论指导下，民

族志对比已经被广泛用于考古材料解释①。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兴

起，他们看到了“古典进化论”的缺陷，强调要了解

一定地区内民族与文化的历史，比较方法被历史方法

所代替，此即后来的“直接历史比较法”。该阶段北

美民族学的田野工作非常活跃，这与北美大陆相对封

闭、文化有较强的连续性有很大关系。20世纪40年

代，斯图尔德正式命名了“直接历史比较法”②。20

世纪50年代，仍有部分学者如霍克斯、史密斯、拉

明等，他们认为古今有别，这样的民族志类比法是无

效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由民族学学者收集

的民族志资料由于缺少考古学家所需的物质表现的内

容，不能很好地解释考古材料，因此，强调从“考古

学角度出发，由考古学者从事民族学田野工作获得民

族志材料”的“考古民族志”思想得到了很大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路易斯·宾福德为代表的新

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兴起，一些学者把现代意义上的

民族考古学看作新考古学的分支学科。新考古学以

新进化论即“多线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强调将文化

视作系统，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特征

是相互关联的；提倡“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与环

境的关系，即文化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技术受到环

境影响；提倡研究文化系统的进化过程③。学者们认

为，作为新考古学分支的民族考古学，从事调查的目

的是解决考古学问题，调查要着眼于物质文化中不可

直接观察的人类行为与意识，而不仅仅关心器物的名

称与功能，将“是什么”“何时”“何地”的问题转

为“如何”“为什么”。同时，新考古学下的民族考

古学不再关注具体事实层面的映射关系，而是建立中

程假设和校验假设，即通过研究现代民族的行为、行

为对物质文化的塑造过程，观察不同行为会对物质文

化造成哪些可以观察到的痕迹，然后观察考古材料中

有没有留下类似痕迹，通过实验考古等手段验证这些

痕迹是不是由类似行为产生的，验证假说是否科学。

20世纪80年代，认识到新考古学对适应技术的

过度关注，对跨文化人类学比较历史背景的忽视以及

把考古学作为实证主义的严格定义，“后过程主义

考古学”兴起。“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更加强调“意

义”和“象征性”，主张技术的意义应该取决于特定

情况下人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注重对背景的关联；强

调物质文化是积极、能动的，而不仅仅是环境适应的

工具，人们可以运用和控制文化来影响社会变化；强

调“过程考古学”的假说、演绎实证主义立场不能满

足研究的目的④。因为过程考古学主张用可观察的材

料来验证假说，但考古学大多时候都是在讨论不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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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用这样的“不能观察”去检

验假说，可靠性遭到质疑。因此，“后过程主义考古

学”又名“阐释考古学”，主张社会利益不同的人会

用不同的方式构建过去，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模糊性

和不确定性，这需要通过吸收客观材料来解决，因为

人们看到的客观材料是可以变化的。阐释涉及从材料

到理论的反复修正与充实，要将越来越多的信息嵌入

到一个整体观点中，形成“最为契合”的阐释。

自“民族考古学”概念从西方引入我国后，不同

学者对其定义有着不同认识，对其内涵的理解也是不

断发展的。

较早的容观琼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就是利用民族

学资料、考古材料以及历史文献所含信息去追溯人类

创造和发展的历史⑤，从研究目的来看，笔者认为容

先生的观点似乎应该归入“历史考古”的范畴。汪宁

生先生认可“广义的民族考古学”，认为其就是将收

集到的民族志材料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以解决考古

学问题的学科。他主张“礼失而求诸野”是我国“民

族考古学”的传统，这其实与“古典进化论”观点相

似；并且汪先生认为类比材料只能从处于前工业社会

阶段的民族中获取⑥。曹兵武先生认同俞伟超先生，

认为将“ethnoarchaeology”译为“民族考古学”

实为“民族区域考古”“族别考古”的意思，应该译

为“民族学的考古学”，它是一种赋予考古学新思维

模式和研究手段、使其能够对古代文化理解达到新高

度的研究方法⑦。韩建业先生认为考古民族志和实验

民族志才是适应考古需要产生的，之前汪先生等人所

做的考古材料和民族志材料的类比研究多是些盲目类

比，“程式化的解释”。他认为民族考古学需要做的

其实是“考古民族志”的工作，不应该包含对考古材

料的具体解释，考古材料本就充满多种可能性，当用

类比假说套用考古材料时很有可能造成“假说”先入

为主的情况。因此，韩先生主张解释考古材料应从实

际出发，他更倾向于称“民族考古学”为“考古民族

学”⑧。黄建秋先生的“古今事物”九种关系模式⑨，

仍是停留在功能和定名层面，这样的类比似乎多为盲

目类比，缺乏科学性，但他认为民族考古学应该关注

到文化变迁过程，也算是接受了新考古学的影响。郭

立新先生融合古典进化论和现代进化论的理论成果，

主张民族考古学应该包括考古民族志和应用民族考古

两个部分，两者相辅相成⑩。许永杰先生认为民族考

古学是一种利用民族学资料，借助对比手段阐释考古

发现的古代遗存的方法k，他列举了汪宁生先生、李

仰松先生等的研究文章来界定民族考古学的范围，认

为只要使用了民族志资料解释考古遗存，就可以被视

作使用了“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对于这种观点，笔

者持怀疑态度，因为20世纪50年代运用民族志材料解

释考古学问题，这种类比的科学性实在难以把握。徐

坚先生接受了新考古学观点的影响，认为以往的“民

族考古学”是在“前新考古学”范式下，民族志材料

与考古材料的类比多是出于定名以及功能、意义判断

的用途，即新考古学的“初级通则”层面，但是考古

学的“初级通则”与“考古学情境”密切相关，因此

摆脱了考古学情境的跨时间、跨空间和跨文化的类比

是没有意义的。而新考古学下的民族考古学，从考古

学问题出发进行民族志调查，以行为研究为诉求，建

立中程假设和检验假设。徐先生还认为，既然作为新

考古学的民族考古学其目的在于构建中程模式和检验

假设，那么与“民族”并没有关系，可以纳入类比范

畴的文化类型显著增加，工业社会个案分析没有理由

排除在调查之外，这样的“民族考古学”称为“人类

考古学”更为恰当l。

2　民族考古学定义、材料选择及研究方法

关于“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笔者比较认同这样

的观点，即之前“所谓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多是民族

志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这样的类比多是些盲目类

比，不能说某民族志中有与某些考古遗存或遗迹相关

的类似记载，就能在不了解两者文化背景的前提下硬

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这是不科学的；而有了考古民族

志之后，才是立足于考古学立场进行的研究。这种从

考古学角度出发对现存民族的行为进行系统考察的方

法为解释考古材料提供了一种模式。但是，新考古学

下的民族考古学，虽指出跨时间、跨空间、跨文化的

“前新考古学”类比是无效的，但它本身在进行比较

时也会忽略历史背景，忽略物质文化的积极性，这与

它所批判的“前新考古学范式”下民族考古学仅停留

在“初级通则”方面，忽略了“考古学情境”的情况

又是相似的。综上，笔者更倾向于民族考古学是为考

古材料的解释提供一种假说模式，至于这种模式是否

正确，还是应从考古材料的实际情况出发，多利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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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手段对其进行分析，若能验证假说的正确性，当然

最好，但如果不能验证，也不可以将假说硬扣在考古

材料上。

关于“民族考古学”类比材料的选择原则，许多

学者认为根据均变说，要选择与考古遗存有直接关系

的民族志材料或时间上相近、空间上相邻的；根据发

展阶段性原理，要选择与考古对象处于相同发展阶段

的；另外，还要选择生态环境相似的m。笔者认同这

样的观点，因为在历史渊源、社会发展阶段、环境背

景相似的前提下，人们的物质和意识是可能存在相似

性的，这种类比得出的结论可信度较高，但实际操作

起来难度较大。徐坚先生的观点很新颖，他认为作为

新考古学分支的民族考古学，工业社会的案例也可纳

入类比范畴。根据常规观点，这种做法似乎是对历史

背景的忽略，但根据《垃圾之歌》对图森市垃圾的分

析，人们确实从中得到了复原古代社会和古代认知的

有益思路n。这样看来，现代工业社会的案例或许也

可以加入到民族考古学的分析材料中，但这种分析得

到的可能不是某种具体的人类行为模式，而更倾向于

一种启示，即物质文化的形成与人类认知之间是有一

定出入的，现代人如此，古人亦如此，尤其是学者所

处理的考古材料，除了有意埋藏的墓葬和窖穴之外，

实际上多数为古代垃圾，因此，用物质文化逆推古代

人类认知是过于简单化的。至于具体的材料选择，笔

者认为正式的民族志资料、早期游记、博物馆藏品、

实验报告以及考古民族志都可作为研究材料，但无疑

考古民族志应该是最重要的，其余的多是起到补充作

用。此外，还应注意考古民族志对社会还原的真实程

度。在人类学调查中存在被调查人群刻意“伪装”成

调查者期望观察到的状态的例子，有两种情况：一是

被调查者“伪装”出的状态是他们在受到外界影响之

前的真实状态，那么这种“伪装”之后的材料是有一

定可信度的；二是如果他们“伪装”的是仅凭想象制

造的状态，那么材料的可信度便大大降低了。

关于“民族考古学”“演绎—假说”的研究方

法，笔者认为在学者倡导的“观察与分析”步骤上，

有两点需要格外注意：第一是通过考古民族志分析所

得的“实物与含义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解读直接

影响到所作假说的可靠性。比如，如果我们在考古民

族志调查中观察到工具“铲子”是与“狩猎”这种行

为相关的，当在考古材料中观察到铲子时，若用考古

民族志建立的模式作出假说，使用铲子的人群应该是

以“狩猎”为生，这与“铲子”本身所代表的是“农

耕文明”的实际情况就有了根本性出入。如果根据其

他考古材料可以纠正这种错误假说，那是值得庆幸

的；如若不能，对考古材料的解读就走向了一种错误

方向。第二点是应该注意考古遗存的自身特点，这对

科学考古发掘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我们必须注意

考古材料自身及其周围环境中的一切“痕迹”。第二

个步骤“类比”，首先必须了解类比双方的共同特

性，明确需要解释的问题，选择恰当的类比点。“通

过类比建立起来的两个文化共同体间的相关性联系”

也需认真把握，否则，这种类比很有可能成为盲目类

比。第三个步骤是“类推即产生假说”，在进行这一

步骤时，不管是对器物功能、文化模式、行为过程还

是社会组织作出假说，都必须坚持从考古材料的实际

情况出发，把民族志作为补充，绝不可以让民族志确

立的模式先入为主，使考古材料“削足适履”。最

后，在假说验证环节，应认真思考假说之下的考古遗

存可能会有的宏观特征和微观面貌，再去进行实地观

察，得出的实际结论可能验证假说，也可能推翻假

说，但即使是前者，也不能做出过于绝对化的判断，

只能说民族志为考古材料的解释提供了一种较为正确

的模式，而通过科技手段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才是更

为精准的。

3　民族考古学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启示意义

对于考古学要实现透物见人的目标而言，民族考

古学的优势在于能够对现存的各种行为与行为产生的

物质进行直接观察。考古学家只有了解了行为是怎样

过渡到遗存的，才能从遗存去复原行为。通过对民族

考古学案例的观察研究，可以启示考古学家在阐释材

料时注意多种可能性，尽量避免想当然的直接解释。

民族考古学启示考古学家要关注器物的象征意

义。就像洛科普人对矛的类型的选择，不仅看其功

能，也是一种历史环境变迁的动态产物。矛在洛科普

被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当地人声称可以通过男子的矛

来识别其社会角色，虽然这种识别还需要更多信息来

提高其准确性，但这确实启示我们要关注器物的象征

意义。在考古学遗存中，研究者要关注那些可能具有

特殊含义、代表使用者身份地位的特殊人工制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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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与权力挂钩；也要关注在

某一地域内的独有器物，如仰韶文化的尖底瓶、大汶

口文化的獐牙勾形器、良渚文化的玉琮、红山文化的

玉猪龙等，小范围地域内的独有器物可能对应着某一

群人。

民族考古学更加强调对于操作链的观察，这启示

考古学家不能仅将人工制品视为静态遗物，而应把它

们作为一系列动态技术操作的综合结果，只是描述技

术现象距离考古学的最终目标还相当遥远，从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原料物理化学性质、个人决策等多个

角度综合解释这些选择，是更值得深究的问题o。尽

管目前操作链理论因为过于理论化、抽象化、概念模

糊而受到一些学者批判，考古学家还是应该加强其在

陶器的民族考古学等领域的应用，使人工制品的研究

跳出类型学的局限，多考虑风格与功能、实用与象征

原因、技术与文化因素等等，在分析文化选择可能性

的基础上去了解古代社会的技术、经济和文化。

民族考古学还启示考古学家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阐释考古记录中的动物及其他与生计有关的证据。过

去的人们并不总是采用一种生计活动，尤其是在一些

农业边缘地区，受自然条件影响，很有可能存在几种

生计活动并存或交替进行的情况。因此，同一族群同

一时期可能留下两种不同形态的遗物或遗迹。并且，

由于许多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会在聚落建筑范围之

外的地方进行，考古学家还应尽可能地关注遗址中的

“远地点”区域，这对判断生计手段、聚落模式属性

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拓宽视野的研究

方法，可以为考古学解释提供参考。但是，一切分析

都应立足于考古材料的实际情况，避免陷入假说验证

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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